
基于核心素养的基础教育课程标准研制 *

杨向东

摘要 核心素养成为当前国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热点。 世界各国纷纷研制了以核心素养
为纲的课程标准。 素养为纲的基础教育课程标准以核心素养培养而非学科内容习得为设计
主轴，通过联接儿童生活、学校教育与未来社会的核心素养模型阐明育人目标要求，创设整
合素养发展、生活逻辑和学科内容体系的跨学科与学科课程体系，转变认识论和知识观，从
关注认知和去情境化知识向生态化、实践性的学习范式转型，让学习者在以真实问题和现实
情境为载体、彼此关联的经验活动和学习共同体中进行意义建构、主动学习和团队互动。 这
种转型对我国相关领域的教育理论和实证研究提出了挑战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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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十年以来，在全球化和数字化时代背景下，如何适应 21 世纪的未来社
会需求，培养学生终身学习和发展的核心素养，成为世界各国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的大趋势。［1］［2］［3］在这种趋势下，围绕核心素养研制课程标准，成为各个国
家和地区新一轮课程改革中的重要环节。 适应这一趋势，我国正在进行的新一
轮普通高中课程标准修订，旨在以核心素养为纲，深入贯彻“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进一步深化课程改革，转变育人模式，促进学习方式和教学模式的变革（教
育部，2014）。［4］

与传统上更关注内容标准的做法不同，研制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遵循
不同的逻辑，需要对原有教育教学观念和体系进行系统反思。 这种反思需要站
在新的时代和需求下，回归到学校教育的基本命题层面上展开。 对核心素养背
后的教育理念、课程设计、学习与评价等一系列理论命题的研究和探讨，既有助
于深刻理解此次高中课程标准修订工作的学理基础，对我国后继的义务教育课
程标准研制和课程改革推进等工作也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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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标准的性质与定位

课程标准（curriculum standard）这一概念缺乏明确而清晰的内涵和外延。它
和教育标准（educational standard）、 课程指南（curriculum guide）、 教学大纲
（syllabus）、 内容标准（content standard）、 学习机会标准（opportunity-to-learn
standard）、成就标准（achievement standard）、表现标准（performance standard）等
诸多术语在含义上存在一定程度的包含、交叉或重叠关系。［5］在宽泛的意义上，
课程标准可以被理解为是一种纲领性文本。 它既可以是具体领域的专业协会对
本领域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课程结构和内容、学习与教学实践的专业性阐
述，也可以是某个国家或地区对辖区学校教育的办学方向、性质、内容和方式的
规范性要求。 例如， 美国数学教师协会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Mathematics，简称 NCTM）1989 年制定的《学校数学课程与评价标准》，以及由美
国科学教育标准和评价委员会 （National Committee on Science Education
Standards and Assessment， 简称 NCSESA）1996 年制定的《国家科学教育标准》
就属于前者，而大多数国家所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标准都属于后者。 绝大多数
课程标准兼具专业性和政策性。 它既反映特定时期教育教学的研究进展和实践
经验，也反映特定国家或地区对自己基础教育系统所应达成的理想状态的具体
思考。

随着人类文明的持续积累和社会发展的不断加速，课程标准在学校教育中
的作用越来越重要。 在早期人类生活中，儿童通过直接参与成人的社会实践，就
可以实现向合格社会成员的转变。 此时，不必要有用于指导教育目标、内容和方
式的纲领性文本。 今天，社会结构过于复杂多变，学校这一特殊社会形式在这种
转化中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按照杜威的观点，学校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三
方面职能。 首先，简化环境，审慎选择那些最为核心并能促进青少年获得成长的
内容和方式。 其次，净化环境，只把有助于建立更美好的未来社会的部分呈现出
来。 第三，创造一个更为广阔和平衡的环境，使青少年超越所处生存环境和社会
阶层的限制。［6］然而，社会越复杂，发展速度越快，越难以回答哪些社会内容最
为核心，怎样有助于美好未来社会的构建，如何能够激发儿童持续不断成长的
愿望、能力或品质等问题。 在更为深刻的层次上，课程标准就是对上述问题提供
某种具体回答的媒介。 它通过澄清、界定和阐明对特定社会历史时期、特定国家
和地区学校教育系统的期望，以及实现这种期望的手段和途径，建立起经由学
校系统，连接未成熟个体与未来社会的桥梁。

课程标准通过两个方面搭建这一桥梁。 首先，强化学校教育总体育人目
标的规定和阐述。 作为大众教育的主要途径，基础教育总体目标在本质上刻
画的是一定时期内学校教育所要培养的未来公民形象。 从对基础教育总体
目标的阐述中， 可以看出一个国家或地区是如何试图调和或解决当前学校
教育实践和超越学校（教育） 的个体终身学习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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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确定和阐明基础教育总体目标的维度和内涵是一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
任务，涉及到现代社会中个体接受教育和实现自我发展的自由和平等原则、
个体和社会未来的不确定性、 不同意识形态和社会群体的期望多重性以及
理想目标和教育现实之间的妥协等等因素。［7 ］这也说明了为什么一个国家
或地区的基础教育总体目标通常体现了学校教育功能和价值期望的多样
性。 它是对每个学生在个人发展、社会需求、文化传承与创新等多方面预期
的概括化表述。

其次，通过某种媒介或途径将总体教育目标具体化，转化为对学校课程和
教学的具体要求。 在这个层面，对课程标准的理解上出现了内容标准、表现标
准或成就标准、学习机会标准的分野。 内容标准是指“学生应该知道什么和能
够做什么（what student should know and be able to do）”的规定。 它描述的
是学生在学校应该学习的知识和技能， 以及学科领域中本质性的、 最为重要
持久的概念、观念、原理或理论等等。 表现（或成就）标准是对“好到什么程度
才算好（how good is good enough）”的规定。 它并不是内容标准所界定的知识
技能、 推理方式或思维习惯本身， 而是学生在这些方面所展示出来的表现水
平或质量状况。［8 ］而学习机会标准是指学校在系统建设、资源分配、教师专业
发展、学习和教学、考试评价等方面的基本规范，旨在保障学生获得公平而有
质量的学习资源和条件。［9 ］不管如何理解其内涵和构成，课程标准试图通过
将总体育人目标和学校课程相结合， 阐明相应的表现要求， 描述期望能够给
学生提供的各种学习机会， 将抽象概括的总体育人目标转化为学校日常教育
教学的具体要求。

二、课程标准研制的取向

虽然课程标准在现代教育系统中的重要性毋庸置疑，但是对课程标准的目
的、范围和本质的不同理解，深刻影响了课程标准的发展和演变。

（一）内容取向的课程标准研制
大工业时代，货币资本和商品成为财富的象征。［10 ］工业生产需要掌握一

定生产技能的劳动力，大众教育进而逐步得到普及。 与大工业生产相一致，班
级授课制度诞生。 普通劳工阶层需要接受适当读写算的基本教育， 以及掌握
相对固定、专门领域的生产技能。 就大众教育而言，学校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
的冲突是通过课程内容的规定来完成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 世界各个
国家和地区通过制定系统完善的课程指南或教学大纲来管理学校教育系统
的。 就其本质而言，课程指南或教学大纲更多属于内容取向的课程标准，通过
详细规定学校教学目标， 以及按照各学科知识体系组织编排的各个年级具体
的教学内容，确保相应课程的实际实施。［11 ］各个学科领域的内容或作为个体
需要掌握的社会文化工具， 如基本的读写算技能， 或者作为人类积累起来的
知识体系， 成为这一时期课程标准所规定的每个社会成员应该通过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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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得或掌握的。
在（学科）课程内容的界定和描述方法上，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框架深刻

影响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课程标准。［12］众所周知，该框架通过界定一系列用于
描述学生认知活动类型的术语，如识记、理解、应用、分析、综合和评价等等，提
供了从学习结果的角度描述和刻画各学科课程内容的教育目标的依据。 依据该
分类框架，学科教育教学中的每个目标都可以表述成为教育者所期望的学生认
知过程与课程内容（知识）的结合体。 比如，“学生应该理解变量、表达式和等式
等概念”。 其中，“理解”这一动词表述的是预期的学生认知过程，“变量、表达式
和等式”这些名词则描述了学生应该习得的预期（课程）内容。 修订后的布鲁姆
教育目标分类框架增加了对特定（学科）知识进行类型划分的维度。［13］修订后的
认知过程包括回忆、理解、应用、分析、评价和创造。 学科知识则被划分为事实性
知识、概念性知识、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等四类。 但总的原则没有根本性改
变。 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法出现之后，将学科课程知识体系分析成一系列具体
而微的概念、原理或技能，然后利用一系列表示认知过程的特定术语刻画学生
在这些知识点的预期学习目标，成为世界各个课程标准中内容标准的经典表述
方式。

该框架自上世纪 80 年代传入我国后， 在我国基础教育界得到了非常广泛
的运用。 后来，由于六类认知过程在实践中很难区分，在我国逐渐被简化为识记
（能够回忆某个概念、原理，或者识别某个概念或原理的案例），理解（能够掌握
概念或原理的实质含义及其彼此关系）和应用（能够运用概念或原理解决陌生
的问题，或应用到新场景中）三类。 简化后的框架为我国基础教育界一线老师所
熟知，成为确定学生在每个学科知识点上掌握水平的典范术语，也成为我国基
础教育界考试命题的理论依据。 我国教育考试中常用的“双向细目表”，集中体
现了布鲁姆目标分类框架在考试评价中的应用。

然而，存在对于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框架的诸多误解。其中之一就是将布
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框架错误理解为一种教育理论， 作为设计和实施教育教
学活动的理论依据。 本质上，布鲁姆分类框架只是一个分析工具。 合理利用该
框架，有助于教育工作者对特定学科（课程）领域进行系统分析，解析课程内
容在知识和认知活动上的具体构成。 然而， 这种分析无法替代对教育活动的
性质及其育人价值的理论理解和反思。 正如维果斯基所指出的那样， 分析式
的方法或许可以让人们意识到水分子是由氢原子和氧原子构成的， 但人们不
可能从氢原子和氧原子的特性推断出水分子的特性。［14 ］事实上，关注氢原子
和氧原子的特性不仅无助于理解水分子的特性，反而有害。 ①与之类似，关注
学生在单个知识点上的认知过程，容易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森林”的弊端，窄
化了教育的内涵， 忽视教育教学活动的整体育人功能。 这是因为教育在本质

� � � �① 维果斯基在《思维与语言》中提及，一个试图发现水为什么能够灭火的孩子，如果采用解析式的
方法来寻求理解，会吃惊的发现，氢原子能够燃烧，而氧原子能够助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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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一种社会境脉下展开的综合性实践。 任何教育教学活动， 都是教师和学
生在特定时空条件下，结合具体主题、内容、任务或活动而展开的连贯性、整
合性的社会文化实践。 在这一活动中，不同参与者所拥有的知识和技能、思考
或行为方式、动机与情感、态度、价值观念等等，以复杂多变的方式彼此融合、
持续互动。 因此， 要避免把课程标准中基于布鲁姆分类框架的课程内容构成
的分析与表述， 理解为教育教学活动目标指向的全部内涵。 尤其需要避免的
是， 将基于该框架而形成的特定认知过程和特定知识点结合的具体目标，如

“学生应该理解变量、表达式和等式等概念”，和课堂中的教育教学活动建立
一对一的机械对应关系。

对布鲁姆教育目标分类框架的第二个误解是将该框架所提出的不同认知
过程的层次性，错误的理解为是学生学习过程的必经阶段。 布鲁姆框架下的认
知活动本身，并不必然规定学生的学习过程一定严格遵循从识记到理解，进而
到应用的顺序。 这种认识的产生和形成源于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学习理论及其
后继发展。［15］［16］［17］在这种理论下，学习被认为是线性的、有序的。 在学习的顺序
上，人们需要首先学习简单技能或者技能的简单成分，然后通过对简单技能的
综合掌握复杂技能。［18］教育教学就是旨在通过讲解和练习，确保学生形成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因为该理论认为这是复杂学习和理解的前提。 后继的发展虽
然在认知心理学的影响下，强调了学习者内在心理过程的作用，但在用有效方
式向学习者传递知识，通过简化还原促进知识迁移等方面，和行为主义学习观
是一致的。［19］

这些认识和理解对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标准的研制和实际教育教学活动产
生深刻而严重的影响。 首先， 它导致我国基础教育目标体系存在实质意义上
的脱节现象。 虽然在总体目标上， 我国课程标准通常关注学生个性发展与社
会适应能力，然而在学科课程层面，习得学科具体知识和技能、形成学科知识
体系却成为实质意义上最为主要的目标。 这与在编排体例上主要依据学科知
识体系的逻辑，以学科知识点为纲，以识记、理解和应用的认知框架为程度要
求的研制方式是一脉相承的。 其次，在实际教学层面，它导致以学科知识为导
向的实践模式。 教师把学科领域分解为一个个孤立、零碎的知识点或技能，逐
个训练或操练， 直至学生掌握。 这种做法导致学生花大量时间学习碎片化的
知识，缺乏对事物或现象的整体认识和思考，缺乏知识整合和综合运用，忽视
了（学科）课程的整体育人价值。 第三，知行割裂。依据布鲁姆的认知框架进行
学科教学， 学生大量时间用于识记或理解学科的概念和原理（即局限于

“知”）。 只有到应用水平，才有机会将学到的知识用于解决问题（即“行”）。 知
行分离的结果，造成学生“知道或了解”一大堆所谓的“知识或原理”，但只能
坐而论道，无法解决真实的实际问题。 这也是造成今天学生“高分低能”的一
个关键的原因。

（二）素养取向的课程标准研制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W·怀特在《对动机的再思考：素养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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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中指出：“素养……是指有机体和环境有效互动的能力（capacity）……是
通过长期持续的学习缓慢获得的……绝不是靠着单纯的（生理）成熟就能达
到的。 ” ［20 ］因此，在本质上，素养是个体后天习得的、能够适应和改造环境
的可能性。按照这种理解，以素养培养为宗旨的教育在于提升个体与当前或
未来的各种环境良性互动的可能性。 教育必须关注受教育者当前以及未来
所处的环境，以及这种环境对其维持一定的生存和生活品质所提出的要求。
满足这种要求不仅仅是适应环境的必要，也是个体自我发展的需求。两者在
个体与环境的互动中实现了动态统一。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环境即是个体存
在于其中的日常生活，涉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以及自然世界等方面。 互
动的实质是个体的各种日常实践。［21 ］在这种理解下，所谓培养个体与环境
有效互动的素养， 是指培养个体存在于并超越当前或未来现实生活所需的
品质。

这样一种素养观下的教育，必然要把“培养什么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
放置于当前和未来一定时期内的时代背景下加以思考。 由此，素养取向的课程
标准需要关注和回答如下一系列的问题：作为受教育者的个体和群体当下所处
和未来面对的时代是怎样的？ 在应然和实然的角度，受教育者应该具备怎样的
素养，以适应和超越这样一个时代？ 教育，尤其是作为一种特殊环境的学校教
育，应该承担什么职责，实现怎样的功能？ 在当前时代下，如何合理调节有限的
学校教育与个体终身发展和社会适应之间的矛盾？ 这样一种育人要求，对于学
校既有的课程设置、学习方式、教学模式、评价机制提出了哪些挑战，需要怎样
的变革？ 对上述问题的思考和回应，构成了 21 世纪以来世界各国研制素养本位
课程标准的基本逻辑。

1.时代变迁与教育目标层次的变化
社会发展阶段深刻影响着教育需求，继而反映为特定时代学校教育目标的

变迁。 Klieme 等人将学校教育目标分为三个层次：（1）基础层次，主要是掌握基
本的文化工具，比如阅读、写作和算术技能；（2）通过各学科领域的学习，从自我
取向的、经验式的生活方式向科学的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方式转型；（3）能
够学会学习，批判性的审视自我与周边世界，具有良好适应性。［22］掌握人类基本
的文化工具，具备读写算的技能，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在某种程度上直到今
天仍然）反映了公众对大众教育的期望。 然而，仅仅具备基本的读写算技能是无
法让个体胜任独立参与现代社会生活的。 随着大工业时代的到来，科学技术的
发展、社会行业的不断分化，社会生活的现代运作形式，都需要学生能够学习和
具备人类在长期发展历程中所积累和发展起来的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方式。
分科课程让学生掌握各学科领域的知识和技能，习得在相对固定的时空条件下
参与社会的基本规范和实践方式。

然而，信息时代极大的改变了这一状况。［23］经济产业结构和社会生活性质
都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个体在工作场域中越来越多的
需要适应高技术环境，应对复杂的、开放的不良结构问题，能够在团队中有效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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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和交流，持续创新。［24］现代社会变化加速，需要人们能够不断更新自己，尽快
适应新的环境和挑战。［25］在这种情况下，只是掌握了各学科固定的知识或技能
是不完备的，学生必须能够灵活的、综合的运用这些知识或技能解决现实问题，
学会批判性审视和解决陌生问题，具备学会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和品质。 时
代的变迁，反映到学校教育目标上，表现为越来越强调学习结果的可持续发展
性和迁移性，强调个体要成为自主的、反省的、有效的终生学习者。 基于核心素
养的课程标准试图回应社会变迁所提出的这一挑战。 通过将教育目标置于当下
时代的特征和需求，素养取向的课程标准试图建立当前学校教育实践和学生未
来发展之间的关联，指明学校教育的方向，提供学校课程设置、教学活动和评价
体系所应关注的重点。

2.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
在这种思路下，培养学生具备所需的核心素养成为新时期学校教育目标的

具体内涵。 因此，素养取向的课程标准需要构建基础教育阶段的核心素养模型，
明确不同核心素养的内涵、构成、表现特征和发展水平。 课程标准以素养要求的
方式，将教育目标具体化，建立育人目标与学校课程的关联。

虽然核心素养这一概念的提出更多的源于 21 世纪社会变迁提出的现实挑
战，但是作为基础教育阶段的目标体系，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不拘泥于此，需要
超越这一层面，综合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整合和分析的观念。 按照经济发展与合作组织（OECD）的界定，素养
（competence）“不仅仅是知识与技能。它包括在特定情境中，个体调动和利用种种
心理社会资源（包括各种技能和态度）以满足复杂需要的可能性”。［26］按照这一
理解，素养指整合了个体在具体和一般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思维、态度或价值观
在内的，应对或解决复杂现实问题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综合性品质。素养的突出特
征在于个体能够完成各种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任务。而在现实任务情境下，个体表
现不仅依赖于观察、理解、分析、解释和论证等认知因素，像动机、情绪、意志品
质、社会技能、价值观念等众多非认知因素也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27］［28］［29］显
然，这里对素养的界定体现了一种整合的观念。 这就需要在思考核心素养，确定
素养模型的构成时，扬弃长期以来有关知识、技能、能力、倾向、品格、价值观念
等概念的分析式思维方式， 采取一种整合观的视角认识和理解 21 世纪个体所
需具备的核心素养的实质。

第二，社会适应与个人发展的整合。 众所周知，满足社会需求和促进个人发
展是教育领域中历久弥新的一对矛盾。 综观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或国际组织提
出的各种核心素养框架，都强调了在数字化、信息化和全球化环境下，在知识经
济、多元异质的社会中创新、批判性思维、沟通交流和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这些
框架对素养的选择带有明显的社会适应倾向， 集中反映了个体适应 21 世纪的
要求。

然而，从教育的角度来审视，仅仅从这一角度思考核心素养的构成是不充
分的。 因为，让儿童具备适应 21 世纪所需的核心素养，并不是说让他们被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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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合或顺应新时代的要求，还包含了要创造和超越这一时代。 不能把核心素养
模型理解为是将未来成人世界的要求简单粗暴的强加给当前学生群体的东
西，而是将其理解为是联接儿童当前生活世界和未来社会需求的纽带。 从与当
前的生活世界形成良好的互动，到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需求之间，用杜威的话
来讲，是一个儿童成长性经验不断获得和积累的连续体。 所谓成长性经验，是
指那些儿童从过去或当前的经验中通过体验或反思而获得的， 能够进一步丰
富和促进他们后继成长的东西。［30 ］如果我们把核心素养理解为儿童在当前学
校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具有可持续发展和迁移性的综合性品质， 与这里所讲的
成长性经验就是相一致的。 儿童的核心素养逐步形成于当前的教育教学活动，
进而进一步影响和定义着后继经验的方向和性质。 这样一个过程的持续，就构
成了从儿童当前（学校教育）生活到未来社会适应的连续体。 这样一来，适应未
来社会这一需求，就植根于儿童个体发展的当前过程之中了。 在这个意义上，
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 不仅仅要站在未来社会的需求静态评判今天儿童的状
况，而是采用一种连续和动态的视角，将个体发展和社会需求整合在一个框架
下来加以思考。

第三，文化的视角。 不同的文化在本质上代表了不同种群的人类理解和应
对大千世界（包括我们人类自身）的“价值观、技能或生活方式”。［31］从古至今，面
对人类共同的终极问题和挑战， 不同文化传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思路和方式。
从文化的角度审视，近年来提出的各种核心素养框架，更多是在西方文化中科
学认识世界和理性参与社会的传统下提出的解决方案。 这一方案集中体现在适
应 21 世纪所需的创新、批判性思维、沟通交流和团队合作等“胜任力”上。 这些
素养固然重要，但在个体与人类深层的精神追求和价值观层面有所不足。 而在
这些层面， 中华文化中的各种优秀传统有着源远流长的智慧结晶和实践经验。
因此，我国核心素养模型的构建，在合理借鉴西方文明的基础上，还必须要立足
中华文化传统，既要汲取道家“天人合一”的处世智慧，也要继承儒家明德修身
的践行精神。 这对构建符合我国基础教育的育人目标体系，提供人类挑战的中
国文化解决途径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的基础教
育在杜威、皮亚杰等学者的思想启蒙和影响下，逐渐实现了学校课程范式、
教学模式和学习方式的变革和转型。 强调课程整合，以学习者为中心，让学
生在自主、合作和探究方式下提出问题、建构知识、形成解释和发展观念，成
为学校教育的常规。 教育理念和学习方式变革的完成，为 21 世纪核心素养
直接纳入学校课程提供了必要前提和基础。 而在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中
华民族遭受历史上最为深远的文化冲击。 从最初的被动挨打到后来的师夷
自强，教育伴随着军事、经济、制度等诸多层面开始西化。 反观今天我国中小
学的课程设置、教学模式、评价方式和管理机制，很大程度上继承了 19 世纪
中叶西方工业革命时期的教育形态，集中体现为分科授课、知识取向、讲授
为主等特征。 这些特征受建国后的高考制度所强化，演变成为“智育唯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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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至上”的应试教育模式，造成今天学科本位、知行分离、理智传统的教条主
义和形式主义等弊端。 在这种情况下，构建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核心素养模
型，必须要将这种现实情况考虑在内。 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寻找具有现实可
行性，又能与国际接轨的课程改革之路，是进一步深化我国基础教育改革的
现实需求。

3.核心素养与学校课程构建
如前所述，核心素养是知识、技能、思维、态度和价值观念的整合，以应对

现实生活中复杂的、不确定性的真实情境。 因而，各种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情境
既是核心素养这一概念提出的必要前提， 也是核心素养得以产生和发展的载
体。 当个体身处复杂而不确定性的情境时，首先面对的是疑惑和困扰。 始于这
种疑惑，借助于观察、预测、实践、反省等一系列活动，通过不断尝试和改进，
个体试图解除这种疑惑， 并尝试建立明晰的情境、 活动和结果之间的内在联
系。 正是在这样一种反复的探究和改进过程中，个体创生知识，发展观念，逐
渐形成特定的态度倾向和价值观念。 正是现实情境的复杂和不确定性， 提供
给与之互动的个体思维和探究的可能。 在这一过程中， 个体的核心素养得以
发展。［32 ］

所谓情境，是指与个体当前活动产生关联或交互作用的环境［33］。在最广泛
的意义上，环境即是个体所处的社会生活本身。 因此，核心素养发展所依托的真
实情境，其实质是个体的各种日常实践。［34］也就是说，发展个体的核心素养，需
要通过创设机会， 让个体通过参与所处文化日常实践中的真实活动进行学习，
包括解决现实生活实际问题，参与社会实践，与社区或其他社会共同体成员合
作、协商和互动等。

从这个角度出发， 核心素养概念的提出对于学校课程的结构及其设置提
出了新的要求。 首先，以核心素养为培养目标，对学校课程结构提出了新的要
求。 素养导向的学校课程需要变革既有学科本位的课程模式， 以学生的核心
素养发展为主轴， 实现各教育阶段的连贯以及各学科之间的统整， 增加不同
范围和深度的跨学科课程整合。 跨学科整合课程对于儿童从经验的方式向理
性自觉的方式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进行转化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儿童在入
学之前，是在真实世界中以一种整合的、经验的方式活动和学习。 入学后的学
科学习， 使得儿童有机会学习不同学科领域认识世界和参与社会的知识和方
法， 在某个层面上更为深入理性的认识日常生活。 但这种局部的深入是就学
科特定的任务情境和应用场景而言的。 如果不给学生提供来自现实世界的整
合情境， 让其经历跨学科的现实问题的解决过程， 这种所谓的学科知识和方
法，充其量只是一种惰性知识而已。［35 ］学生可能会运用这种知识或方法在学
科考试中取得好成绩， 但在真实实践中却仍然不会整合和运用来自不同领域
的概念工具和方法。［36 ］［37 ］

第二，以核心素养为培养目标，也对既有学科课程在内容组织和呈现方式
上提出了挑战。 就其本质而言， 每门学科本质上都是人类经过长期探索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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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形成的一种认识世界或社会的独特方式和视角， 有着其特有的概念或符号
系统、知识体系与学科实践。 如前所述，合理学习各学科领域会让儿童更为深
入的在某个层面上认识和理解日常生活。 然而， 目前的学科课程更多的是人
类长期积累形成的学科概念、 原理和方法以提炼过的、 抽象的结论方式直接
呈现给学生，缺乏学科结构与儿童经验的统一。［38 ］早在 20 世纪伊始，杜威就
在 《儿童与课程》 指出， 任何学科课程都有逻辑的 （logical） 和心理的
（psychological）两个维度。 逻辑维度是指学科内容本身，包括学科领域的专家
对学科概念框架和体系的理解和使用， 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以及实际的探究
过程。［39 ］显然，学科的逻辑维度类似于布鲁纳所说的“学科结构”，包含了学科
基本内容和探究方法。［40 ］ 施瓦布将这两个方面分别界定为学科的“实质
（substantive）”和“语法（syntactic）”成分。［41 ］心理维度是指与学科基本现象相
关的儿童经验和兴趣。 在杜威看来，就学科学习而言，这两个维度是紧密联系
的。“地理不仅仅是一系列的事实和原理…它还是某些真实的个体感受和思
考这个世界的一种方式。 在成为前者之前， 它必须先成为后者…只有当个体
经历了一定程度的经验，…他才能站在（学科）客观的和逻辑的视角，能够剥
离和分析隐含的事实和原理。 ”［42 ］他认为，应该摒弃学科结构和儿童现有经
验在学科学习中哪个具有优先性的二元思维。 学科课程的任务就在于将学科
的整体结构和实践与学生的经验充分结合。 舒尔曼所强调的学科教学知识
（PCK），即用最适合于学生学习的方式阐述和呈现学科内容，正是站在教师这
一课程设计和实施者角度上对该问题的关注。［43 ］

核心素养的形成、培养和发展不能脱离对具体学科领域的学习。 个体只有
具备系统的、结构化的领域知识和技能、思想方法和探究模式，才能深刻理解特
定任务情境，明确问题，形成假设和解释。 综合上述分析，学科课程需要超越目
前按照学科逻辑、以学科知识体系为主轴的设计思路，转而以学生核心素养的
发展为主轴，对同一学科的不同内容、模块和课型进行重构，实现核心素养、学
科内容、和主题情境三个维度的系统整合。 在学科内容上，强调学科整体结构和
大观念，避免从孤立的、过细的知识点角度思考学科内容，突出学科思想方法和
探究技能的运用。 在主题情境上，要从学生日常社会生活出发，关注与学科内容
相关联的重要的、整合的现象，创设基于现实情境的复杂或开放性任务和问题，
建立与学生当前经验紧密对接的、 在复杂程度上逐渐提升和演变的活动系列。
这种课程内容组织和呈现方式，再结合合理的学习方式，能够有效的提升学生
核心素养的发展。

4.核心素养与学习方式变革
核心素养不仅改变了基础教育的育人目标，在更深层次上蕴含了认识论和

知识观的变革。 具体而言，从学科知识技能的掌握到面向 21 世纪的核心素养培
养，学习方式实际上经历了从笛卡尔理性主义认识论向杜威经验主义认识论的
范式转型。 笛卡尔著名的“我思故我在”，源于他对人类认识能否有一个坚实的
逻辑起点的寻求。 在这一观念下，自我意识与认识对象得以分离。 基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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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个体的认知和理性基础上，人类构建有关认识对象或世界的知识。 对应
于这种认识论的是各学科长期积累起来的、去情境化的知识。 这种知识观下的
学习范式关注个体认知和理性，主张学生主要通过一种“动脑”来开展学习。［44］

它在大工业时代得以流行，在认识论和知识观上支持了讲授法的教学模式。 与
之相反，杜威认为寻求认识的最初起点的想法是错误的。他用“探究（inquiry）”这
一提法超越自我意识与认识对象的二元对立，强调了一种更为生态化的、实践
性的知识观和学习范式。［45］［46］

这种经验主义的、 生态化的学习方式主张将学习者置于与真实世界相关的
学习环境，在与生活相关、彼此连结的各种经验活动中进行意义建构、主动学
习和团队互动。 它关注学习的社会性，强调学习是基于学习者共同体而发生
的。在这种观念影响下，西方国家逐渐实现了从教师中心、强调讲授和操练的
教学模式向以学习者为中心、强调反思性实践和探究的教学模式改变。 这种
观念深刻影响了情境认知［47 ］［48 ］、具身认知［49 ］、合作学习 ［50 ］、社会协商和
建构［51 ］［52 ］、元认知学习［53 ］等理论的形成与发展。 建立在这种学习范式基
础上的教学模式，如项目式学习、［54 ］抛锚式教学法、［55 ］认知学徒、［56 ］［57 ］问
题式学习、［58 ］设计学习、［59 ］有益性失败［60 ］［61 ］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虽然具体名称各有不同，上述各种模式都认可学习不应该与学校之外的
真实世界实践分离，［62 ］［63 ］解决真实问题是关键的学习活动。 在这些活动
中，学习者通过合作解决复杂的、结构不良的真实问题，模仿或直接参与到
现实生活中实际工作者在专业共同体的实践。 在解决真实性问题时，学习者
参与各种实践，学习运用在文化中形成的概念、规则、工具和资源。［64 ］［65 ］现
实情境中的真实问题解决发展了学习者的批判性思维， 如何合作的构建知
识、 自主学习和自我调节能力， 并由此生成可以迁移的知识和技能。 ［66 ］例
如，Hung 总结了问题式学习的六个特征：（1） 问题驱动教学， 学习嵌套在问
题解决过程中。（2）课程围绕问题或案例而不是知识体系进行组织，知识情
境化。（3）学习处理真实生活中结构不良问题，以及评价解决方案的能力。
（4）自主学习，学习者个体或通过合作对学习负责，教师是辅助和指导者。
（5）合作，在小组中通过讨论和合作开展学习，丰富视角，锻炼人际沟通和团
队合作技能。（6）反思学习，通过自我指导或教师帮助，参与元认知过程，提
升自身学习。［67 ］

创客运动同样衍生于这一学习范式的转型， 体现了一种具身式的反思性
实践探究活动。［68 ］通过创客空间、工具和 3D 打印等技术，学习者设计和改进
自己作品，使用和学习实践技能，在创作、反思、同伴反馈、修改完善作品的循
环往复过程中培养技能、启迪智力、形成审辩和创造的学习倾向。［69 ］创客活动
凸显了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学习的“动脑”活动和手工制作的“动手”活动这种
二元对立思维的不足，生动地表明了两者的辩证关系。 在这种情境下，“失败”
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反思、学习和改进的机会，传统意义上的“成功”和“失
败” 的社会性评价在此有了价值观上的根本转型。 不断创造和革新作品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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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可以让学习者意识到他们不仅是在完成一种有现实意义的任务， 更是在
创造一种新的可能或环境，获取具有个人意义的学习经验。［70 ］另一方面，创客
体现了一种社会协商的参与式学习文化。 通过在兴趣小组， 甚至是直接加入
到现实的专业共同体中， 学习者的设计和创造接受社会性他者的支持和评
判， 经历知识或理解的社会建构过程， 体验自我是与社会性他者关联的社会
性存在。 这一过程既是学习者合法的边缘性参与真实性问题或真实性社会实
践的过程，［71 ］同时也让学习者在这一社会协商过程中不断重塑自我，完成对
社会现实的适应。

三、结语

核心素养表面上只是为了应对 21 世纪社会挑战而提出的口号， 但其对教
育理念和实践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在更广阔的视野上，核心素养的提出，不仅
是社会变迁对教育发展提出的要求，还是新时期认识论和知识观转型的趋势使
然。

基于核心素养研制课程标准， 因而并不仅仅是在原有文本基础上做些文
字上的改动， 而是需要基于素养教育背后的知识观和学习范式， 系统反思我
国原有教育教学观念和体系的弊端和不足， 重新构建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我
国基础教育理论框架和课程体系。 虽然我国目前以核心素养为主题的文章正
大量涌现，但多限于文献梳理和理念引介而已。 因此，结合我国教育实际，开
展系统深入的素养教育理论和实证研究， 开发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的课程
体系、 学习方式和评价机制， 是摆在我国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人员面前的
迫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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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etence-based Curriculum Standard Development for
Basic Education

YANG Xiangdong
（The 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

China）

Abstract： Competence-base educational reform is becoming the state of the art internationally.
Resultantly， many countries and economies including the Mainland China have developed
competence -based curriculum standards for basic education. Different from content -based
curriculum standard in which logical structures of disciplinary knowledge were used as the main
thread， how to cultivate key competences for 21st century becomes the major concern for
competence -based curriculum standard development. It elaborates educational goals via
competence model that connects the current lives of children， schooling and future society，
formulates curriculum frameworks with systematically designed disciplinary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figuration that integrates competence development， real life experiences and domain
knowledge， and initiates a new learning paradigm that is more ecological and inquiry-based in
nature， and emphasizes meaning construction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process of solving
authentic problems within various learning communities. Implications and the research agenda that
such an approach to curriculum standard development were also discussed.
Key words： key competence； curriculum standard； curriculum framework； disciplinary content；
learning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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